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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数字经济已经成为引领产业结构变革和推进共同富裕发展的新动能。 基于中国 ２０１３—
２０２０ 年 ３１ 个省份面板数据，通过 ３ＳＬＳ 估计联立方程模型，实证分析了数字经济、产业结构升级和

共同富裕三者之间的相互作用机制和数量关系。 结果表明，数字经济与共同富裕之间具有显著的

双向积极效应；产业结构升级与共同富裕之间也存在双向促进作用；而数字经济指数对产业结构升

级仅表现为单向积极影响。 此外，不同区域的三个变量之间的相互影响和数量关系具有异质性，北
方只有数字经济和共同富裕之间存在双向的促进作用，而南方的数字经济和产业结构升级对共同

富裕均具有双向积极影响。 提出充分利用数字资源禀赋因地制宜，提升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

能力，推动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和高级化等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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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再次明确“发展数字经济”和“坚定不移走

全体人民共同富裕道路”。 ２０２２ 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扎实推进共同富裕，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向
往”。 数字经济是经济转型增长和提质增效的重要驱动力。 据《中国互联网发展报告 ２０２１》显示，２０２０ 年中
国数字产业化规模达到 ７． ５ 万亿元，产业数字化规模达到 ３１． ７ 万亿元，数字经济规模合计 ３９． ２ 万亿元，占
ＧＤＰ 比重为 ３８． ６％ ，同比增速接近 １０％ 。 随着数字经济融入各领域，已成为提升资源配置效率和优化经济
结构的核心推动力，数字产业化不断孕育共享经济等新业态新模式，形成高端技术、机械自动化、工业互联网

等新兴产业。 发展数字经济，加强创新合作，共享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成果。 从生产率角度看，数字经济
能够有效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社会生产成本，促进产业结构高级化与合理化。 从分配角度看，数字技术发
展容易形成市场垄断，数字经济可能会加剧收入和贫富差距的扩大。 此外，在创造新的就业机会的同时，还
可能会取代和淘汰部分岗位，对就业机会产生影响。 如今，人类正步入以数字化生产力为主要标志的全新历
史阶段，数字经济能够适应新科技革命的要求，不断提高社会生产力，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加快推动实现共
同富裕的目标。

共同富裕是社会财富生产与分配过程相统一的状态，始终面临“蛋糕”如何做大以及如何分配的难题。
数字化是实现效率与公平、发展与共享辩证统一的共同富裕必由之路，实现共同富裕必须合理规范数字经济
发展，坚持均衡发展和共享机制，是新时代的核心课题。 在数字经济影响共同富裕的研究中，多数探讨产业
结构升级的中介效应，没有同时考虑三者之间的相互作用。 因此，对数字经济、产业结构升级与共同富裕之



间的相互影响机制开展研究，将丰富完善数字经济、共同富裕相关研究的理论体系，有利于充分发挥产业结
构升级的积极作用，挖掘数字经济在助力共同富裕过程中的潜在动力。 研究视角和主要建议也将为后续研
究提供借鉴，为推动实现共同富裕目标提供参考。

二、文献综述与理论机制

（一）文献综述

第一，关于数字经济与共同富裕的关系研究。 在数字经济对共同富裕发展的影响研究中，大多数学者认
为数字经济有利于共同富裕水平提升。 夏杰长和刘诚（２０２１） ［１］分析了数字经济促进共同富裕的作用路径，
认为数字经济推动宏观经济增长，并有利于提升城乡协调性水平和政府服务能力。 艾小青和田雅敏
（２０２２） ［２］通过构建回归模型和中介模型，研究发现数字经济的减贫效应仍旧显著。 也有学者提出了不同的
观点，比如陈文和吴赢（２０２１） ［３］认为数字经济与城乡收入差距间具有“Ｕ”型关系；马勇等（２０２１） ［４］ 的实证
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对中部地区实体经济具有挤出效应。

第二，关于数字经济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关系研究。 有学者认为数字经济驱动产业结构升级，使要素资源
从低生产效率部门流向高生产效率部门，有利于促进产业结构高级化与合理化（Ｈｅｏ ＆ Ｌｅｅ，２０１９［５］；陈晓东
和杨晓霞，２０２１［６］）。 数字经济产业发展提高了资源利用效率，推动了传统的劳动和资本密集型产业向数字
密集型产业转变，数字产业化溢出效应显著（Ａｃｅｍｏｇｌｕ ＆ Ｒｅｓｔｒｅｐｏ，２０２０［７］；李治国等，２０２１［８］；李金昌和余
卫，２０２２［９］）。 焦帅涛和孙秋碧（２０２１） ［１０］通过熵权 ＴＯＰＳＩＳ 法测算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认为数字经济发
展通过提升创新水平最终促进产业结构升级。

第三，关于产业结构升级与共同富裕的关系研究。 蒙昱竹等（２０２２） ［１１］研究共同富裕目标下缩小城乡差
距的产业结构升级动力机制，发现产业结构高度化与人口城市化之间存在倒“Ｕ”型关系。 产业结构升级促
进居民服务消费增长和升级，通过城镇化发展、相关政府政策等有效缩小城乡区域发展差距，进而加快实现
共同富裕目标（董佳，２０２０［１２］；徐敏和姜勇，２０１５［１３］）。 李东坤和尹忠明（２０１９） ［１４］基于西部民族 ８ 个省份的
数据分析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减贫效应，认为产业结构高级化与合理化的提升显著降低贫困发生率和贫困
深度，且在收入差距较大的地区，其减贫效应越大。

综上所述，大多数学者的研究主要聚焦于两大方面，一方面是研究数字经济指标与共同富裕综合指标之
间的单向关系，另一方面是通过构建产业机构升级的中介变量模型，研究数字经济对共同富裕影响的中介效
应。 鲜有文献将数字经济、产业结构升级与共同富裕三个变量融入到统一研究框架进行交互影响分析。 基
于 ２０１３—２０２０ 年中国 ３１ 个省份面板数据，研究了数字经济、产业结构升级与共同富裕之间的相互影响机
制，揭示了三者之间的数量关系。 此外，还进行了区域异质性分析，将总样本分为南、北方两大区域分别研究
三个变量之间的影响机制，以期深入探索数字经济推动共同富裕的实现路径。

（二）理论机制

首先，数字经济通过影响生产、运输、消费、分配等方面直接影响共同富裕。 一方面，数字经济以数据为
主要生产要素，使企业生产的边际成本几乎为零，降低生产成本的同时提高效率和产量。 而且与实体经济的
深度融合，使线上交易平台的应用普遍，企业降低运输成本的同时增加产品的订购量和种类需求，使产品供
给与需求有效匹配，进而形成规模经济。 另一方面，数据共享促进城乡协调发展，数字平台下沉和互联网、物
联网、智能设备等通过价格机制刺激城乡消费需求，农业数字化提高生产效率，增加农民收入，提供新的就业
机会。 数字经济通过生产、运输、消费、分配等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和市场的配置效率，进而从“共同”和“富
裕”两方面影响共同富裕发展目标。

其次，数字经济还通过产业结构升级间接影响共同富裕发展。 数字技术会吸引资本、人才等要素在经济
发达地区集聚，发挥数字产业的集聚效应。 产业数字化的发展使传统产业发生变革，推动产业结构从较低水
平向更高水平转变。 数字产业化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驱动数字技术创新和产业聚集化发展，进而为实现共
同富裕目标提供动力，如图 １ 所示。

三、模型构建与相关变量

（一）模型构建

以往文献研究主要采用单方程方法，未考虑到双向因果关系、多重共线性等问题。 因此，采用联立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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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数字经济、产业结构升级与共同富裕的相互作用机制

组估计方法，构建数字经济、产业结构升级与共同富裕三者之间的面板数据联立方程模型进行实证分析。 基
本形式如下：

ｌｎｄｉｇｉｔ ＝ α０ ＋ α１ ｌｎｃｐｉｔ ＋ α２ ｌｎｕｔｉｓｉｔ ＋ α３ ｌｎｉｎｎｏ ＋ εｉｔ （１）
ｌｎｕｔｉｓｉｔ ＝ β０ ＋ β１ ｌｎｃｐｉｔ ＋ β２ ｌｎｄｉｇｉｔ ＋ β３ ｌｎｇｏｖｅ ＋ μｉｔ （２）
ｌｎｃｐｉｔ ＝ γ０ ＋ γ１ ｌｎｄｉｇｉｔ ＋ γ２ ｌｎｕｔｉｓｉｔ ＋ γ３ ｌｎｕｒｂａｎ ＋ γｉｔ （３）

式（１） ～式（３）中，ｉ 和 ｔ 分别表示不同的地区和年份，ε、μ、θ 为独立同分布的随机扰动项；ｄｉｇ、ｕｔｉｓ、ｃｐ 分
别表示科技创新、城市竞争力与经济可持续增长三个内生变量；ｉｎｎｏ、ｇｏｖｅ、ｕｒｂａｎ 是外生变量，分别代表创新
能力（Ｒ＆Ｄ 经费投入强度）、政府干预度（财政支出占 ＧＤＰ 比重）、城市化水平（年末城镇人口比重）。 为了
样本数据更综合全面，将通过面板数据熵值法确定数字经济、产业结构升级与共同富裕三个变量的综合指标
评价水平。

（二）变量说明

１． 数字经济指数（ｄｉｇ）。 目前关于数字经济发展的测度方法仍未达成共识。 参考刘军等（２０２０） ［１５］的测
算方法，通过熵值法确定指标权重，从信息化发展、互联网发展、数字交易发展三个维度对各省份数字经济的
综合评价指数进行测度，具体指标如表 １ 所示。

表 １　 数字经济指数评价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功效 权重

数字经济
指数

信息化发展

互联网发展

数字交易发展

光缆密度 ＋ ０． ０６２
移动电话基站密度 ＋ ０． ０６９

信息化从业人员占比 ＋ ０． ０３８
电信业务总量 ＋ ０． １０２
软件业务收入 ＋ ０． １６０

互联网接入端口密度 ＋ ０． ０７３
移动互联网普及率 ＋ ０． ０２０

宽带互联网用户人数占比 ＋ ０． ０４６
移动互联网用户人数占比 ＋ ０． ０２２
每百家企业拥有网站数 ＋ ０． ００７
企业使用计算机情况 ＋ ０． ０３３
电子商务企业占比 ＋ ０． ０５８
电子商务销售额 ＋ ０． １３０

网上零售额 ＋ ０． １８１

　 　 ２． 产业结构升级（ｕｔｉｓ）。 产业结构反映了产业提质增效的水平。 参考汪伟等（２０１５） ［１６］ 的测算方法，构
建产业结构升级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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ｕｔｉｓ ＝ ∑３

ｉ ＝ １
ｉθｉ，ｉ ＝ １，２，３ （４）

式（４） 中，ｕｔｉｓ 表示产业结构升级指数，θｉ 表示第 ｉ 产业占 ＧＤＰ 的比重，ｉ 表示第 ｉ 产业。
３． 共同富裕指数（ｃｐ）。大多数学者从“共同” 和“富裕” 两个维度测算共同富裕指数。参考陈丽君等

（２０２１） ［１７］ 和刘培林等（２０２１） ［１８］ 构建共同富裕指数的方法，考虑数据的可获取性，构建了各省份共同富裕

指数的评价指标体系，如表 ２ 所示。
表 ２　 共同富裕指数评价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功效 权重

共同富裕
指数

富裕度

共同度

人均 ＧＤＰ ＋ ０． １８３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 ０． １５２

居民人均教育文化娱乐消费支出 ＋ ０． ０６６
人均拥有公共图书馆藏量 ＋ ０． ０８５
每千人医疗卫生机构床位 ＋ ０． ２５７
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额 ＋ ０． １６２

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 － ０． ０６３
城乡居民人均教育文化娱乐消费支出比 － ０． ００４
城乡居民每千人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比 － ０． ０２９

　 　 （１） 数据标准化
利用极值法作标准化处理：
对于正向指标：

Ｙｉｊ
∗ ＝

Ｘ ｉｊ － ｍｉｎ
１≤ｉ≤ｍ

｛Ｘ１ｊ，…，Ｘｍｊ｝
ｍａｘ
１≤ｉ≤ｍ

｛Ｘ１ｊ，…，Ｘｍｊ｝ － ｍｉｎ
１≤ｉ≤ｍ

｛Ｘ１ｊ，…，Ｘｍｊ｝
对于负向指标：

Ｙｉｊ
∗ ＝

ｍａｘ
１≤ｉ≤ｎ

｛Ｘ１ｊ，…，Ｘｍｊ｝ － Ｘ ｉｊ

ｍａｘ
１≤ｉ≤ｍ

｛Ｘ１ｊ，…，Ｘｍｊ｝ － ｍｉｎ
１≤ｉ≤ｍ

｛Ｘ１ｊ，…，Ｘｍｊ｝
（２） 确定权重 － 熵值法
第一，计算第 ｊ 个指标第 ｉ 个样本占该指标的比重，反映指标变异大小：

Ｐ ｉｊ ＝
Ｙｉｊ

∗

∑ｍ

ｉ ＝ １
Ｙｉｊ

∗
（ ｉ ＝ １，２，…，ｍ；ｊ ＝ １，２，…，ｎ）

第二，计算第 ｊ 个指标的熵值：

Ｅ ｊ ＝ － １
ｌｎ（ｍ）∑

ｍ

ｉ ＝ １
Ｐ ｉｊ ｌｎＰ ｉｊ（ ｊ ＝ １，２，…，ｎ）

第三，计算第 ｊ 个指标的信息熵冗余度：
Ｄ ｊ ＝ １ － Ｅ ｊ（ ｊ ＝ １，２，…，ｎ）

第四，计算权重：

Ｗ ｊ ＝
Ｄ ｊ

∑ ｎ

ｊ ＝ １
Ｄ ｊ

（ ｊ ＝ １，２，…，ｎ）

（３） 确定综合指数 － 多目标线性加权函数法
各个样本的综合得分计算：

Ｕｉ ＝ ∑
ｎ

ｊ ＝ １
Ｗ ｊＹｉｊ

∗（ ｉ ＝ １，２，…，ｍ）

通过构建综合指数评价模型计算综合评价指数，各指标权重计算结果如表 ２ 所示。 其中，每千人医疗卫
生机构床位的权重最大（０． ２５７），这说明地区医疗设施的规模、卫生服务的能力等对“富裕度”的贡献和影响
最大。 此外，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在“共同度”中的权重相对较大（０． ０６３），说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水
平对“共同度”的影响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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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控制变量。 参考杨文溥（２０２２） ［１９］、向云等（２０２２） ［２０］的思路，选取的控制变量有：创新能力（ ｉｎｎｏ），用
Ｒ＆Ｄ 经费投入强度表示；政府干预度（ｇｏｖｅ），用财政支出占 ＧＤＰ 比重表示；城市化水平（ｕｒｂａｎ），用年末城镇

人口比重表示。
（三）数据来源

选用 ２０１３—２０２０ 年中国 ３１ 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其主要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国家统计局和各省份统

计年鉴。 相关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 ３ 所示，共同富裕发展指数的均值为 ０. ２８４，最大值和最小值分别为

０. ９０８ 和 ０. ０６０，表明共同富裕和数字经济的发展水平在省域之间均存在显著差异。
表 ３　 描述性统计结果

指标名称 符号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数字经济指数 ｄｉｇ ２４８ ０． ２２１ ０． １２２ ０． ０７３ ０． ７６８
产业结构升级 ｕｔｉｓ ２４８ ２． ３９８ ０． １２０ ２． １９４ ２． ８３６
共同富裕指数 ｃｐ ２４８ ０． ２８４ ０． １４７ ０． ０６０ ０． ９０８

创新能力 ｉｎｎｏ ２４８ １０８． １４２ ６２． ６１ ４． ７３０ ３２４． １５７
政府干预度 ｇｏｖｅ ２４８ ０． ２９９ ０． ２０９ ０． １１９ １． ３５４
城市化水平 ｕｒｂａｎ ２４８ ５９． ３６８ １２． ５３９ ２３． ９３０ ８９． ６００

　 　 通过对各省份 ２０１３—２０２０ 年数字经济指数、产业结构升级指数和共同富裕指数的均值计算比较，各指

标均值结果如表 ４ 所示。 对于数字经济的发展，上海的均值最大为 ０. ７６５，北京的均值次之为 ０. ６００，而西藏

的数字经济指数均值仅为 ０. １４１。 其中，２０２０ 年上海和北京数字经济发展占据主导地位，数字经济 ＧＤＰ 占

比已超过 ５０％ ；而西藏仍存在较大的城乡差距，并面临较大的社会成本，受人口素质相对较低等因素制约，
发展难度较高。 对于产业结构升级，北京和上海的均值分别为 ２. ７９９ 和 ２. ６８３，而黑龙江的均值为 ２. ３１２。
其中，北京产业结构呈现第二、第三产业主导的格局，２０２０ 年第二、第三产业增加值占比达到 ９９. ７％ ；上海产

业结构呈现“三产为主，二产为辅”的格局，２０２１ 年第二、第三产业增加值占比达到 ９９. ８％ ；黑龙江的工业产

业结构以资源型为主，产业结构单一，重化工业对资源和能源的消耗较大，环境污染问题较为严重。 对于共

同富裕的发展，广东和北京的均值分别为 ０. ４９４ 和 ０. ４６９，而贵州的均值为 ０. １４９。 其中，广东构建了“一核

一带一区”区域发展格局，城乡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农民收入的水平全面提升，农村居民生活水平

和质量持续提高；北京提出创建国家共同富裕示范区，经济结构加速转型，有效缩小收入分配差距；而贵州实

现共同富裕的最大制约是发展不足、“蛋糕”不够大。 贵州应以实现居民增收为基础性工作，以提升公共服

务水平为着力点，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
表 ４　 各省份的指标均值计算结果

省份 数字经济指数 产业结构升级 共同富裕指数

北京 ０． ６００ ２． ７９９ ０． ４６９
天津 ０． ４４５ ２． ５５２ ０． １９２
河北 ０． １９５ ２． ３２８ ０． １７６
山西 ０． １９９ ２． ４４７ ０． １６３

内蒙古 ０． ２７２ ２． ３５５ ０． １７０
辽宁 ０． ３２６ ２． ４０１ ０． ２１３
吉林 ０． ２６３ ２． ３３９ ０． １５５

黑龙江 ０． ２３７ ２． ３１２ ０． １５３
上海 ０． ７６５ ２． ６８３ ０． ３７５
江苏 ０． ４４１ ２． ４４４ ０． ３７６
浙江 ０． ４６６ ２． ４７６ ０． ４０１
安徽 ０． ２１３ ２． ３２３ ０． １８６
福建 ０． ３５７ ２． ３５９ ０． ２５３
江西 ０． ２１０ ２． ３２３ ０． １６０
山东 ０． ２９９ ２． ４０１ ０． ２６９
河南 ０． ２０８ ２． ３１７ ０． １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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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份 数字经济指数 产业结构升级 共同富裕指数

湖北 ０． ３０６ ２． ３４８ ０． １９０
湖南 ０． ２４９ ２． ３６９ ０． １６６
广东 ０． ３１８ ２． ４８０ ０． ４９４
广西 ０． １８０ ２． ３１３ ０． １５６
海南 ０． ２０６ ２． ３２９ ０． １８８
重庆 ０． ２９５ ２． ４１８ ０． ２０５
四川 ０． ２３９ ２． ３４６ ０． ２３３
贵州 ０． １５８ ２． ３２２ ０． １４９
云南 ０． １６６ ２． ３２３ ０． １６２
西藏 ０． １４１ ２． ４６９ ０． １８６
陕西 ０． ２３１ ２． ３３２ ０． ２０３
甘肃 ０． １４７ ２． ３７７ ０． １５０
青海 ０． ２０５ ２． ３４１ ０． １７３
宁夏 ０． ２４８ ２． ３８７ ０． １６０
新疆 ０． ２２５ ２． ３２２ ０． １７１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前期检验

１． 相关性检验。 在对面板模型进行参数估计前，对各变量进行相关性检验，如表 ５ 所示。 相关系数最小
值为 － ０． １２７，最大值为 ０． ８７９，表明各变量间均存在相关性，说明通过该面板模型来考察所研究的问题是有
作用的。

表 ５　 各变量的相关性检验结果

变量 ｄｉｇ ｕｔｉｓ ｃｐ ｉｎｎｏ ｇｏｖｅ ｕｒｂａｎ

ｄｉｇ １． ０００
ｕｔｉｓ ０． ７１０ １． ０００
ｃｐ ０． ７６４ ０． ８１４ １． ０００
ｉｎｎｏ ０． ４１９ ０． ３２５ ０． ５２２ １． ０００
ｇｏｖｅ － ０． ２４１ － ０． １２７ － ０． ３３８ － ０． ５６７ １． ０００
ｕｒｂａｎ ０． ６２１ ０． ７２５ ０． ８７９ ０． ６０１ － ０． ５０２ １． ０００

　 　 ２． 平稳性检验。 为减少原变量的异方差问题和顺利进行联立方程的回归分析，对原变量取对数后进行
单位根检验。

具体是，采用 Ｆｉｓｈｅｒ － ＡＤＦ 检验，结果如表 ６ 所示，表明各变量均显著通过平稳性检验。
表 ６　 各变量 ＡＤＦ 检验结果

变量 ＡＤＦ 结论

ｌｎｄｉｇ ７． ８６０４∗∗∗（０． ００００） 平稳

ｌｎｕｔｉｓ ６． ６１７７∗∗∗（０． ００００） 平稳

ｌｎｃｐ ４． ２８８８∗∗∗（０． ００００） 平稳

ｌｎｉｎｎｏ ４． ８０８９∗∗∗（０． ００００） 平稳

ｌｎｇｏｖｅ ７． ６５７９∗∗∗（０． ００００） 平稳

ｌｎｕｒｂａｎ ７． ４１３９∗∗∗（０． ００００） 平稳

　 　 　 注：∗∗∗、∗∗、∗分别表示在 １％ 、５％ 、１０％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的值为相应的 ｐ 值。
（二）实证结果
１． 省域样本回归结果。 联立方程模型常用的估计方法有最小二乘法（ＯＬＳ）、广义最小二乘法（ＧＬＳ）、加

权最小二乘法（ＷＬＳ）、两阶段最小二乘法（２ＳＬＳ）或三阶段最小二乘法（３ＳＬＳ）。 采用 ３ＳＬＳ 系统地估计面板
数据联立方程模型，估计结果如表 ７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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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７　 省域的联立方程估计结果

变量 ｌｎｄｉｇ（１） ｌｎｕｔｉｓ（２） ｌｎｃｐ（３）

ｌｎｄｉｇ — ０． ００３
（０． ０２２）

０． ３６２∗∗∗

（０． ０８０）

ｌｎｕｔｉｓ － ８． ４６６∗∗

（３． ３２８） — ０． ５６３
（０． ６７１）

ｌｎｃｐ １． ６１３∗∗∗

（０． ３１５）
０． ０９１∗∗∗

（０． ０１７） —

ｌｎｉｎｎｏ － ０． ２３４∗∗∗

（０． ０７５） — —

ｌｎｇｏｖｅ — ０． ０３４∗∗∗

（０． ００５） —

ｌｎｕｒｂａｎ — — １． ３５３∗∗∗

（０． １３５）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９． ０１６∗∗

（３． ５９６）
１． ０４８∗∗∗

（０． ０１９）
－ ６． ７６７∗∗∗

（０． ６８４）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 ２４８ ２４８ ２４８
Ｒ － ｓｑｕａｒｅｄ ０． ２１４ ０． ６１８ ０． ９０３

　 　 　 　 　 　 　 　 　 注：∗∗∗、∗∗、∗分别表示在 １％ 、５％ 、１０％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的值为相应的标准误。
在方程（１）中，共同富裕对数字经济发展的影响系数在 １％ 的水平上显著为正，共同富裕指数每提升

１％ ，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就增加 １. ６１３％ ，表明共同富裕发展有利于提高数字经济发展水平。 共同富裕要解
决的问题是缩小贫富差距，降低基尼系数，持续推进农村城镇化。 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有利于提高农民的收
入和生活需求水平，提升生产要素和资源的利用效率，推动大数据中心、数字农业等新兴产业的发展，更有利
于数字产业与传统产业深度融合发展，促进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 产业结构升级对数字经济的影响系
数为 － ８. ４６６，表明产业结构升级在一定程度上对数字经济发展有抑制效应。 一般而言，随着产业结构升级，
对数字技术的使用技能具有更高的要求，而多数居民仍缺乏核心技能和计算机经验，进而影响数字经济的实
践需求。

在方程（２）中，数字经济和共同富裕发展水平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系数分别为 ０. ００３ 和 ０. ０９１，后者
在 １％的水平上显著为正，共同富裕发展指数的正向效应更大。 这表明数字经济和共同富裕的水平提升明
显有利于促进产业结构升级。 一方面，数字经济有利于催生新产业新业态新技术新模式。 数字技术的发展
推进农业现代化和农业全产业链的形成和发展；促进第二产业技术创新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如生物科技、
高端智能、新材料等；提升第三产业服务质量和效率以满足消费者消费升级，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 另一方
面，共同富裕目标下，产业面临新发展格局，产业政策以提高效率、鼓励支持为主，以促进公平、合理规范为
辅；结合各区域发展特点和优势，普惠性支持自主创新的数字高新产业和非垄断企业的转型，加快一、二、三
产业深入融合发展。 积极推动产业数字化发展，有利于推进产业实现质量、效率、动力的变革，促进传统产业
升级，构建产业数字化转型新生态，实现城乡经济协调发展。 政府参与度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系数为
０. ０３４，在 １％的水平上显著为正，即政府的财政支持政策有利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随着经济发展和人民
生活水平的提高，各类生产要素参与分配以及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更加完善，财政政策支持体系助力数字经济
提质增效。 数字经济和共同富裕发展水平快速提升，有助于实现传统产业的数字化改造，促进产业结构的转
型升级。

在方程（３）中，数字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升级对共同富裕指数的影响系数分别为 ０. ３６２ 和 ０. ５６３，且前
者在 １％的水平下显著，表明数字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升级对共同富裕发展水平具有促进作用，且数字经济
发展的促进效果更明显。 一方面，数字技术如人工智能、互联网、大数据等方面的应用，提升了信息化、技术
化、网络化水平。 首先，数字经济促进人力资本的积累，有效改善落后地区学习资源匮乏的问题，落后地区的
人力资本存在更大的提升空间，对低经济水平地区产生更大的影响。 其次，数字经济以数据这一新的生产要
素为核心，带来产业新的空间布局，为低经济水平地区提供新的发展契机。 再者，数字经济的发展提供新的
就业机会，提高就业岗位的匹配率和灵活度，有利于就业平等和就业结构合理优化，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
保障。 另一方面，健康、可持续的产业结构升级是实现共同富裕的根本动力。 合理化高级化的产业结构升级
会产生更多的就业机会，农民的收入也会随之增加，是提高就业的根本保障。 对于高端产业，征收收入累进
税，将高收入群体征税转移给中低收入群体，刺激总需求和生产效率的提升。 此外，产业结构升级有利于提
高收入再分配政策的效率。 比如，广东在 ２０１７—２０２０ 年，连续 ４ 年数字经济总量位居全国第一，２０２０ 年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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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经济增加值规模约为 ５. ２ 万亿元，率先发展规模巨大的数字经济产业，助力农业增效和农民增收，缩小
“数字鸿沟”差距，努力实现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目标。 城市化水平对共同富裕发展的影响系数为 １. ３５３，在
１％的水平上显著为正，即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对于实现共同富裕目标具有显著的积极效应。 城市化水平提
高，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加，解决城乡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助力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 更为重要的是，数字
经济发展促进了数字企业与传统企业的深度合作，有利于资源配置优化和产业结构升级，加快提升城市化水
平，进而实现城乡一体化。

数字经济、产业结构升级与共同富裕三者间的相互影响机制，如图 ２ 所示。

图 ２　 数字经济、产业结构升级与共同富裕交互效应

２． 区域异质性分析。 研究表明，不同地区在资源禀赋、经济发展水平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郭金花等，
２０２１） ［２１］。 根据中国信通院统计结果分析，２０２０ 年中国有 １３ 个省份数字经济规模超过 １ 万亿元，其中属于
南方地区的省份有 ９ 个，可见南北方地区的数字经济发展规模也存在较大差距。 考虑区域差异性，参考邓
石军和陈晓霞（２０２２） ［２２］、许宪春等（２０２１） ［２３］关于南方和北方的划分方式，将样本分为南、北两部分对联立
方程组进行分组估计，进一步探究不同区域数字经济、产业结构升级与共同富裕之间的互动关系，回归结果
如表 ８ 所示。

表 ８　 分区域的联立方程估计结果

变量
北方 南方

ｌｎｄｉｇ（１） ｌｎｕｔｉｓ（２） ｌｎｃｐ（３） ｌｎｄｉｇ（１） ｌｎｕｔｉｓ（２） ｌｎｃｐ（３）

ｌｎｄｉｇ — ０． ０１４
（０． ０２６）

０． ８２５
（０． ７２９） — －１． ３４１

（４． ６６４）
０． ４１５

（０． ３３８）

ｌｎｕｔｉｓ － ８９． ７５
（２６７． ２） — －９． ２９７

（１４． ８８）
１． ２３１

（１． ２８２） — ０． ５６３
（０． ６７１）

ｌｎｃｐ １１． ６１
（３１． ８８）

０． １０７∗∗∗

（０． ０２２） — ０． ７６８∗∗∗

（０． １２９）
１． ２５４

（４． ０３６） —

ｌｎｉｎｎｏ － ０． ７１９
（１． ８１９） — — －０． ０５９

（０． ０４６） — —

ｌｎｇｏｖｅ — ０． ００９
（０． ００８） — — ０． ２５０

（０． ６９２） —

ｌｎｕｒｂａｎ — — ２． ９３８
（２． ４０７） — — １． ２０７∗∗∗

（０． ３５５）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９５． ９６
（２８５． ３）

１． ０５８∗∗∗

（０． ０２５０）
－ ３． ８５４
（４． ６２９）

－ １． ３１４
（１． ４０６）

０． ８６０
（０． ７８３）

－ ６． ９８３∗∗

（３． ２４６）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 １２０ １２０ １２０ １２８ １２８ １２８
Ｒ － ｓｑｕａｒｅｄ － ４５． ４５４ ０． ６４５ ０． ５７４ ０． ７３３ － ７６． １００ ０． ９０８

　 　 　 　 　 　 　 注：∗∗∗、∗∗、∗分别表示在 １％ 、５％ 、１０％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的值为相应的标准误。
由表 ８ 可知，在北方地区，数字经济和共同富裕发展之间存在双向的积极效应。 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升

级和共同富裕的影响系数分别为 ０. ０１４ 和 ０. ８２５，表明北方数字经济发展会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和共同富裕
目标的实现，且对共同富裕发展的正向影响更强烈。 此外，共同富裕对数字经济和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系数
显著为正，且共同富裕对数字经济发展的积极效应更大。 北方地区共同富裕水平的提升会引起数字经济发
展指数的大幅度提升。 然而，北方产业结构升级对数字经济和共同富裕产生了一定程度的抑制效应。 究其
原因是，中国的传统产业大多数分布在北方地区，而服务业、金融业等基本分布在南方地区，空间虹吸效应使
资源要素不断从较差地区向富裕地区转移，扩大了区域发展差距，从而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共同富裕目标的
实现。

在南方地区，共同富裕发展水平分别与产业结构升级、数字经济指数之间均存在双向促进作用。 其中，
数字经济指数对共同富裕发展的影响系数为 ０. ４１５，表明南方数字经济的发展有利于实现共同富裕，但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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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分析发现其对产业结构升级具有一定程度的负向效应。 该现象可能因为随着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南方
部分地区的自身资源禀赋并不能支撑发展新兴产业，造成产品缺乏市场竞争力，经济增长缺乏动力，产业结
构愈加脆弱。 相反，产业结构升级对数字经济和共同富裕指数的影响系数分别为 １. ２３１ 和 ０. ５６３，说明南方
产业结构升级对于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效果更强烈。 此外，南方共同富裕指数对于数字经济指数和产
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系数均为正，且共同富裕发展对于数字经济指数的影响系数在 １％ 的水平上显著为
０. ７６８，正向的影响效应更加明显。 南方地区以制造业为主，经济开放度较高，推动大数据、互联网、智能物流
等数字经济发展，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和经济持续增长，能够实现居民消费水平提升和居民收入稳定增长，形
成数字经济与共同富裕发展良性循环。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对共同富裕的影响逐渐成为社会的关注热点。 基于 ２０１３—２０２０ 年中国 ３１ 个省份
的面板数据，分别测度了数字经济指数、产业结构升级指数和共同富裕发展指数，实证分析了三个变量之间
的相互影响机制和数量关系，并且进行了区域异质性分析。 主要结论如下：（１）数字经济与共同富裕发展之
间具有显著的双向促进效应，但相比于数字经济对共同富裕的影响系数（０. ３６２）而言，共同富裕指数对数字
经济发展水平的积极影响更强烈。 （２）产业结构升级与共同富裕发展之间也存在相互促进作用，而产业结
构升级对共同富裕发展水平的正向影响系数（０. ５６３）相对较大。 （３）数字经济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仅表现
为单向促进作用，数字经济水平的提升对产业结构升级具有积极影响。 （４）北方数字经济和共同富裕发展
之间存在双向的积极效应，而数字经济和共同富裕二者对产业结构升级仅具有单向促进作用。 南方共同富
裕发展水平分别与产业结构升级、数字经济指数之间均存在双向积极效应，产业结构升级有利于互联网、大
数据中心、智能物流等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

基于以上结论，提出如下对策建议。 第一，加大对数字化产业的政策支持力度，推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
数字化，构建经济发展新动能。 持续完善数字基础设施，发挥信息化、数字化、网络化等数字红利，加强技术、
人才等要素的优化配置，形成数字经济产业链、高科技人才集聚区和数字经济示范区。 提升数字经济对居民
文化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各方面水平的影响力，加快实现共同富裕。 注重新型数字技术与传统经济
的融合，通过建立大型互联网平台和完善创新创业政策和公共服务配套措施，为实现共同富裕提供更多的动
能支持和政策支持。 第二，推动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和高级化，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优化生产要素资源在
产业间的配置，促进产业结构升级。 通过发挥供需市场机制与政府调控资源配置机制的作用，推动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实现公共服务的城乡均等化。 第三，因地制宜推进各地区数字经济发展、产业结构调整赋能共同
富裕。 各个省份应遵循区域相对比较优势，综合考虑各地区要素禀赋和经济发展水平，制定与本地区相适应
的差异化的数字经济发展政策。 比如，北方地区省份在完善数字基础设施的同时，应重视数字产业的布局，
打破不合理的要素流动壁垒，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合理化和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南方地区省份应充分发挥数
字创新技术的领先优势，优化资源配置和产业结构高级化，提高人力资本存量和质量，吸引高科技数据人才
集聚，加大对于数字关键核心技术的创新与研发，打造数字经济示范区，引领数字经济和产业结构升级赋能
全民共同富裕，形成良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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